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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算居民生活用水、厘清时空格局演变动因、量化时空差异驱动效应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

水的有效利用举足轻重。通过核算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建立重心模型，并利用 LMDI 从时空上将居民生活用水分解

为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分别呈增加和减

少态势，前者上游较中下游少，后者上中下游较为均衡。(2)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分别由咸宁

和岳阳移至荆州，两者的非均衡程度分别呈现增加和减小的趋势，且前者大于后者，该过程中上游和下游省市发挥

作用较为明显。(3)城乡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是促进和抑制居民生活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和

人口增长会导致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城乡人口比重变化的作用具有异质性。(4)在缩小与平均水平的差异上，

无论从总体视角还是城乡视角，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呈现相反作用，城镇化具有空间异质性。据此，提

出关注居民消费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完善用水定额等建议，并指出需要进一步减小核算误差，深入探索家庭、

行为、性别等因素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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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分工方案》中明确提出 2022 年需初步建立节水型生活方式，并进一步指出了城镇居民

家庭节水和农村生活节水方面的重点工作。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发展城市群，地跨 11个省市，经济总量和

人口规模超过全国的 40%,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居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伴随而来的是大量能源、水资源的

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导致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1],这与《国家节水行动方案》中“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

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倡导有所相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合理使用水资源是推进绿色发展、改善现状的有效途径[2]。

根据 2017 年的用水统计与核算结果，长江经济带生活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 11.08%,远大于服务业和建筑业用水量之和所占的

比例(5.51%)。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时空格局动态演变和驱动效应，对建设节水型社会、形成居民生活用水与

消费水平、人口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重心模型自 1872 年 Hilgard[3]用于研究美国人口分布变化之后，被众多学者用于研究不同领域某一属性的空间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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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氧化碳排放的重心变化[4]、土地利用效率的分布[5]、PM2.5浓度的空间倾向[6]、制造业空间集聚变化[7]等，其中，Song 等[4]在分

析重心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贡献分解模型(CDM)探究亚洲各国对碳排放重心移动的影响。在水文水资源方面，李艳等[8]通过

该模型研究了水文序列在时空上的变异情况，并发现北江流域水文序列移动方向发生重要转折的年份分别是 1959、1967、1975

和 1983 年。程超等[9]发现滇中城市群的水资源承载力重心相对于几何中心向南部地区偏离。通过搜寻文献发现，关于居民生活

用水重心移动问题的研究目前较少。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由于其具有时间可逆、因素可逆、聚合性和零值稳健等良好性质，自 Ang 等[10,11]

提出后，被广泛应用到能源[12,13]、碳排放[14,15]、污水排放[16,17]等多个领域。目前，国内学者也利用该方法对工业用水[18]、总用水

量[19]等多种类型用水的时空差异[20]和驱动效应[21]开展了大量研究。童玉芬等[22]以北京市用水量为研究对象，使用LMDI 将其分解

为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家庭数量 3个效应。同样，Long 等
[23]
也利用该模型将 31 个省市用水量分解为 12个驱动因素，其中也

包括家庭规模和家庭数量效应。除人口学因素外，秦腾等[24]运用向量型 LMDI模型将用水量分解为居民消费、城镇化等 6个效应，

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抑制用水量的减少。上述研究都是探究用水量在时间角度上变化的驱动效应，刘晨跃等[25]也对分解后的驱动

效应进行了空间分析，发现人口、经济水平和用水效率三大效应在东、中、西部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但三者在空间分布上具

有某种趋同性。不同于前两位学者研究空间差异的方法，张陈俊等[26]借鉴 Ang 等[27]提出的多区域分解模型，从生产和生活两个

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地区之间用水量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并根据结果提出促进用水量空间均衡的有效措施。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时空视角探究工业用水或总用水量的多种驱动效应，但关于居民生活用水的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效

应的研究较少，该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1)利用核算的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通过重心模型探究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及该过程中各个省份发挥的作用；(2)探究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用水效率对生活用水的影响；(3)从时空视角分析城镇和农村

居民生活用水的变化趋势及差异，探索实现空间布局平衡的途径。因此，文中使用重心模型和贡献分解模型分析两者 2005～2017

年间的重心移动情况，随后运用 LMDI 模型分析生活用水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一方面补充了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核算和时空聚集

倾向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通过探究消费水平和消费用水效率对生活用水的作用丰富了用水量驱动效应的研究内容。 

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1 居民生活用水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可用于描绘区域属性的空间变迁情况，其中，重心代表着区域内某属性的几何中心，移动方向指示了某属性的“高

密度”单位，移动距离体现了某属性的非均衡程度[28,29]。为探究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和移动方向，参考 YanSong[4]等

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Xt、Yt分别表示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的经度和纬度，其反映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在空间上的分布中心，重心移动

表明区域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的不均衡变化，能够较好的表征长江经济带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区域差异；t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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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i∈(1、2……11),代表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Wtiit 表示 i 省市 t 年的居民生活用水量；xi和 yi分别表示 i 地的经度和

纬度。 

为衡量不同时期内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的移动距离，即反映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非均衡程度，参考冯宗宪

等[30]的做法，采用以下公式： 

 

式中：DT-t表示 2 个不同时期区域重心空间移动的距离；T 表示年份；X
t
和 Y

t
分别表示 T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重心的经度

和纬度；C是将地理坐标单位(经纬度)转化为平面坐标距离(km)的系数，通常取值为常数(C=111.111),区域重心从 t时期到T时

期在经度和纬度上移动的距离分别为 C×(Xt-Xt)和 C×(Yt-Yt)。 

为进一步分析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过程中各市分别产生的作用，参考 Song[4]等的做法，使用贡献分解方法对各个省市的

贡献进行量化，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MCxi和 MCyi分别代表 i 省市在经度和纬度上的贡献；△X(K)代表居民生活用水在经度上的移动距离，△X(K/{i})表

示去除 i 省市后居民生活用水在经度上的移动距离，同理，△Y(K)和△Y(K/{i})表示纬度上的移动距离。文中规定经度方向上

向东移动为正，纬度方向上向北移动为正。此外，将贡献方向与重心移动方向一致的省市定义为动力区域，而贡献方向与重心

移动方向相反的省市为反动力区域。 

1.2 居民生活用水分解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参考 Ang 等[10,11]和张陈俊等[26]的做法，考虑消费和城镇化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构建居民生活用水驱动效

应的时空分解模型。 

1.2.1 时间差异分解模型 

居民生活用水 WDOM可以表示为： 

 

式中：j∈(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WDOM、Wj、Cj、Pj分别表示居民生活用水量；j类别居民生活用水量、居民消费和人口

数量；CIj、PCj、Pj分别表示消费用水强度、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口比重；P代表总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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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时间从 t-1 期变化到 t期，居民生活用水变化量为△WDOM,则该变化量可以分解为 4个效应： 

 

其中： 

 

式中： 分别表示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

效应，反映了消费用水强度、人均消费水平变化、城镇化推进和人口数量变化对居民生活用水产生的影响。 

1.2.2 空间差异分解模型 

根据 Ang 等[27]提出的多区域分解模型可知，在进行空间分析时，需要选择某一特定年份进行分析，而且当比较对象中包含

的个体超过两个时，一般选择 M-R 模型。模型中的比较对象是长江经济带各个指标的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通过算术平均值计算

得来[27],具体模型如下： 

居民生活用水 WDOM的多区域空间分解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m表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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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分别表示 i 地区与平均水平 m 之间的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

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反映了消费用水强度、人均消费水平、城镇化和人口数量对地区间居民生活用水量差异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说明 

长江经济带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11个省市组成，文中涉及的指标主

要包括该 11个省市的居民生活用水量、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竣工面积、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和农村人口等，各指标对应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水资源公报》,其中，与经济、消费相关的指标均以 2005

年为基期将其转化为可比数据。考虑到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水资源公报》中未明确列出城镇和乡村居民生活用水量，且部

分生活用水量中包含城镇公共用水量，因此，参考 Zhang 等[31]的做法，并结合原始数据情况，通过以下方法核算城镇和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量： 

(1)若某省份《水资源公报》中具有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数据，可直接通过类别相加获得居民生活用水数据。 

(2)若某省份《水资源公报》中无法直接获得目标数据，则通过比例分配的方法[31]进行居民生活用水核算，根据长江经济带

各省市《水资源公报》中的生活用水数据可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 1:生活用水仅包括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两者用水量可利用公式(17)～(18)计算得到。 

 

式中：V∈(1,2),当 V=1 时，WV代表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当 V=2 时，WV代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NV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

人口数量；IV分别代表对应的用水强度；RV表示城镇和农村生活用水比例。其中，部分省市 IV通过水资源公报查找(如湖南、重

庆等),其余省市的 IV使用邻近省市的 IV替代[31]。 

情况 2: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公共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则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可通过公式(19)～(20)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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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当 V=3 时，NV表示竣工面积，IV表示建筑业用水强度，WV代表建筑业用水量；当 V=4 时，NV代表服务业就业人数，IV

代表对应的用水强度，WV代表服务业用水量。其中，NV的获取方式同 IV相似。 

2 结果分析 

2.1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分布情况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05～2017 年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分布与各年变化情况如图 1所示。根据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大小将

11个省市分为三类，其中，高水平区域包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 5个省份，其总居民生活用水量处于 170.80 和 311.66

亿 m3之间，主要由于这 5 个省份辖区常住人口较多、消费水平较高等。中水平区域的用水量范围是 123.42～170.79 亿 m3,这一

区域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安徽、江西 3个省市，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低于 123.42 亿 m3的低水平区域主要由重

庆、贵州、云南 3 个省市组成，这得益于重庆市常住人口数量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较少，而贵州和云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和地形缘故使得其消费水平较低。分三类区域来看，高水平区域中，尽管江苏省任何年份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均大于其

他 4 个省市，但由于采取了用水器具推广、开展节水活动等措施，使其 2005～2017 年间的增长率仅为 53.32%,远低于四川省同

时期内 130.93%的增长率。中水平区域中，安徽和江西两个省份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在 2005～2017 年间以较稳定的增长率不断

增加，而上海市除 2006～2007 年间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增加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增长率较小，甚至 2013～2015 年间的城

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出现下降，可能得益于上海市开展节约用水宣传周、评选节约用水示范小区等活动，提高了居民节水意识。

低水平区域中，2005～2017 年间，重庆和云南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长率分别为 70.06%和 52.62%,而贵州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量的增长率仅为 8.26%,主要由于贵州省 2011 年编制并实施《贵州省行业用水定额》、启动《贵州省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总体工作方案》使得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相对于 2010 年下降了 32.65%。总体来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城镇居民生活

用水均有所增加，但部分省市因及时颁布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措施控制了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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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分布与变化 

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分布与变化与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有所不同(图 2)。依然根据用水量的大小将长

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分为三类，其中，高水平区域由江苏、安徽、湖南和四川 4个省份组成，从用水量变化折线图中可知，江苏、

安徽和湖南均有所减少，而四川省随着农村人口增加和农村保障用水工作的开展，其用水量增加了 35.74%;属于中水平区域的省

份有浙江、江西、湖北、贵州、云南，分别隶属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其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在 50.55～103.03 亿 m3之

间，其中，江西、贵州、云南 3 个省份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因其农村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而减少；由于城镇化水平较高、农

村人口较少，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各年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分别小于 1 和 5 亿 m3,前者 2005～2017 年间表现出增加态势，

增长率为 89.30%,而后者多年间在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农村用水设施升级的刺激下不断减少，尽管 2017 年重庆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量(3.35 亿 m
3
)仍然大于上海(0.88m

3
),但其整个研究时间段内的减少率已经达到 21.33%。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分布较

为均衡，而且大多数省市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居民用水意识的提高已经实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减少。 

2.2 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分析 

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移动展示了时空格局的演变情况(图 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的变化范围是 113.61°E～114.07°E

和 29.94°N～30.02°N,由咸宁市移动至荆州市，总体上向西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为38.36km;从经纬度方向移动的距离来看，

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为 37.78km,而南北方向上的移动距离仅为 6.67km,即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向上的

移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的移动方向亦是如此，但其重心位置由 2005 年的湖南省岳阳市(112.48°E,29.47°N)移动至 2017

年的湖北省荆州市(112.31°E,29.68°N),移动距离为 30.02km,实现了跨省份的转移；与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在经纬度上的表

现不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的移动距离分别为 18.89 和 23.33km,其移动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为进

一步分析各时间段内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变化情况以及各省份产生的影响，利用贡献分解方法计算了各省份对重心移动的贡献

情况，并列出了产生正向影响和反向影响排名前两位的省份，结果如表 1所示。 

 

图 2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分布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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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路径 

表 1 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及贡献排序 

时间段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移动方向 动力区域 反动力区域 移动方向 动力区域 反动力区域 

2005～2009 

西 上海 贵州 四川 江苏 东 浙江 贵州 四川 云南 

北 上海 贵州 湖北 江苏 北 贵州 湖南 云南 江西 

2009～2013 

东 四川 贵州 上海 浙江 西 浙江 湖北 四川 江苏 

北 贵州 安徽 江西 四川 北 湖南 四川 江苏 云南 

2013～2017 

西 江苏 湖南 四川 上海 西 云南 湖北 四川 江苏 

南 四川 江苏 上海 安徽 北 云南 四川 江苏 安徽 

 

2005～2009年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较小(5.56km),对经度方向上的变化而言，上海和贵州

是动力区域中作用位居前两位的省份，而反动力区域中作用排名靠前的两个省份是四川和江苏。对于纬度方向上的变化来说，

动力区域中排名前两位的依然是上海和贵州，但反动力区域中湖北替代四川，与江苏共同成为作用较大的前两个省份。与城镇

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方向不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达到 21.57km,但在动力区域和反动力区

域中作用较大的两个省份有所不同，经度方向上分别是浙江、贵州和四川、云南，纬度方向上分别是贵州、湖南和云南、江西。 

与 2005～2009年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变化情况不同，2009～2013 年间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动

距离较上一时间段内有所增加，达到 18.63km,但依然位于咸宁市内。在此过程中，促进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东移动的主要

省份是四川和贵州，而产生抑制作用的是上海和浙江两个省份。在重心向北移动过程中，贵州和安徽发挥的作用在动力区域中

名列一二，而江西和四川体现的作用在反动力区域中的排名属于前两位。该时间段内，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也改变移动方向

沿西北方向移动，移动距离为 19.69km,在岳阳市内的变化范围是 112.64°E到 112.47°E和 29.58°N到 29.63°N,浙江和湖北

在动力区域中以其较强的推拉作用促进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移动，与此同时，四川和江苏以对重心西移产生的阻碍作用在反

动力区域中位居前两位。对比各省份在纬度方向上的贡献可知，湖南和四川是推动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北移动的重要省份，而

在阻碍重心北移的省份中，江苏和云南发挥的作用大于上海、浙江、安徽、重庆等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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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由咸宁市(114.07°E,30.02°N)移动到荆州市

(113.16°9E,30.00°N),移动距离达到 3 个时间段内的最大值(51.16km),而该段时间内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保持既有方向，

继续向西北移动(移动距离为 18.63km),已由岳阳市(112.47°E 和 29.63°N)移至荆州市(112.31°E 和 29.68°N)。对城镇居民

生活用水重心移动的影响省份来说，动力区域中经度方向上影响最大的两个省份是江苏和湖南，纬度方向上是四川和江苏。反

动力区域中四川、上海和上海、安徽分别是经度和纬度方向上产生抑制作用的重要省份。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移动过程中，

云南和湖北在经度方向上发挥的作用在动力区域中较大，而四川和江苏在反动力区域中较大。但是在纬度方向上，动力区域中

排名前两位的省份分别是云南和四川，反动力区域中的是江苏和安徽。 

2.3 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时间差异的分解 

2.3.1 居民生活用水的驱动效应分析 

利用公式(8)～(11)将 2005～2017 年间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分解为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

规模效应四大效应，各个效应的变化情况如图 4所示。可以看出，2005～2017 年间居民生活用水以较大的增长率不断增加，2017

年居民生活用水(271.49 亿 m
3
)相对于2005 年(206.75 亿 m

3
)增加了 31.31%。 

整体上来看，造成居民生活用水不断增加的效应分别是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其中，人均消费效应

远大于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而消费强度效应是唯一一个促进居民生活用水减少的效应。具体而言，2005～2009 年间，

居民生活用水增加了 28.45 亿 m3,其中，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 263.13%、25.38%和 13.85%,

消费强度效应的贡献率为-202.39%(负号不表示大小，仅表示方向)。而在 2009～2013 年间，居民生活用水的变化量(12.63 亿

m
3
)中有 737.29%来自人均消费效应的贡献，与此同时，消费强度效应对居民生活用水变化的贡献依然与人均消费效应的贡献作

用相反，并在绝对值上达到 744.34%,说明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各种消费用水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使得消费所带来的

用水效率提高，抵消了人们消费水平提高所造成的居民生活用水增加。对比可发现，城镇化效应相对于上一阶段增加了 28.15%,

主要因为2009～2013年间城镇化水平变化(6.63%)大于 2005～2009年间城镇化水平变化(5.09%),即该时间段内较多农村人口转

变为城市人口，但由于节水意识不强，使得城镇化带来的用水量增加。2013～2017 年间，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消费强

度效应相对于 2009～2013 年间均有所减小，但人口规模效应相对增加。 

 

图 4 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分解结果 

2.3.2 居民生活用水驱动效应的城乡差异 

图 5显示了长江经济带 2005～2017 年间居民生活用水驱动效应在城乡之间的差异。观察消费强度效应在城镇和农村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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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用水强度引起的用水变化在各时间段内均小于 0,即两者的消费用水强度在节约居民生活用水方面发

挥了正向作用。从变化角度来看，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强度效应都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态势，结合两者在节水方面的作

用可知，在今后居民生活用水管理中，需要多加注重消费用水强度，力争降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用水强度。 

 

图 5 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驱动效应的城乡差异 

对于人均消费效应而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 3 个时期内均大于零，说明两者全部造成了水资源消耗的增加。就

两者作用效果而言，城镇人均消费带来的水资源消耗量一直大于农村。从 3 个时期内城镇和农村人均消费效应的变化可知，两

者均表现出先增大再减小的变化趋势，并在 2009～2013年间达到最大值。具体来说，城镇人均消费效应在 3个时期内的变化率

分别是 6.52%和-15.47%,而农村人均消费效应的变化率分别是 53.80%和-18.44%,对比可知农村人均消费效应变化大于城镇人均

消费效应变化，这在图中也表现的较为明显。 

与消费强度效应和人均消费效应在城镇和农村的表现不同，城镇化效应在城镇和农村上的表现一正一负，且城镇上的表现

程度大于农村上的表现程度，说明前者会造成用水量的增加，而后者对抑制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起到一定正向作用，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活习惯不同和节水意识较低，此外，还有可能是城镇化前后用水与供水统计情况不同。尽

管城镇化效应在城镇上的表现会造成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但考虑到城镇化效应在城镇和农村上的分布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

的变化趋势，两者是否会产生与目前作用相反的影响尚不能给出定论。另外，城镇化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通过降低城镇化率或停止进程城镇化以期达到节约用水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4 各省市居民生活用水空间差异的分解分析 

2.4.1 居民生活用水的驱动效应 

利用多区域模型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用水量与平均用水量进行分解，得到各省市与平均水平之间存在差异的驱动效应，

考虑到篇幅问题，只列出 2005 年和 2017年居民生活用水的分解结果(图 6)。 

图 6 显示了长江经济带 2005 年和 2017 年居民生活用水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从图 6 中可知，上海、江苏、浙江和四川的

消费强度效应小于 0,其中，上海的消费强度效应为-11.15 亿 m3,在对居民生活用水相对于平均水平减少的作用方面，上海大于

江苏、浙江和四川。但在 2017 年各省市的消费强度效应中，四川转为正值(10.55 亿 m3),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川的

消费用水强度逐渐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同时，在推动相对减少作用上，江苏以-13.40 亿 m3的作用强度反超上海，位居第

一。除这四个省市外，安徽、江西等省市的消费强度效应有所变动，但均大于零，说明这些省市的消费用水强度大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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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重视消费用水强度的降低。与消费强度效应不同的是，上海、江苏、浙江的人均消费效应在 2005

年和 2017年均大于零，其他省市的这一效应在 2005 年和 2017 年均小于零，说明人均消费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是造成居民生

活用水具有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中下游地区来说，人均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居民生活用水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减

少。 

由于城镇化进程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所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2005 年，上海、

江苏、浙江、湖北、重庆的城镇化效应均大于零，表明这五个省市的城镇化导致了居民生活用水量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增加，而

安徽、江西等 6个省份的城镇化作用恰好相反，这一状态在 2017 年依然存在。相对于城镇化效应在空间差异中的作用，人口规

模效应发挥的作用强度更大(浙江除外)。上海、江西、重庆、贵州、云南 5 省市由于人口相对较少或外流较多，使得人口规模

效应在 2005 年和 2017 年均推动了居民生活用水相对于平均水平向更低水平变化，而江苏、安徽等省份的人口规模效应却发挥

了相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人口规模效应由 2005 年的-0.43 亿 m3变为 2017 年的 1.19 亿 m3,说明近年来外来人口的大量

流入，导致了人口规模效应在浙江居民生活用水量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变化上产生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图 6 2005年和 2017 年各省市居民生活用水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 

2.4.2 居民生活用水驱动效应的城乡差异 

显示了 2005 和 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在城镇和农村上的表现。从表中可

知，除上海、江苏、浙江 3个省市外，其余省市2017 年的消费强度效应在城镇和农村的表现值均大于零，说明其余省市的消费

用水强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不利于缩小居民生活用水的空间差异。而对于人均消费效应而言，上海、江苏、浙江 3 个省市在城

镇和农村上的表现值均大于零，其他省市均小于零，表明上海、江苏、浙江 3 个省市的人均消费高于平均值，不利于推动居民

生活用水与平均水平之间差异的缩小。对比 2005年的数据可知，上海、江苏、浙江消费强度效应在城镇上的促减作用有所增大，

而人均消费效应在城镇上的促增作用也有所增大，这主要因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技术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攀升。 

2017 年，上海、江苏、浙江、湖北、重庆的城镇化效应在城镇上的表现大于零，说明这 5 个省市的城镇人口比重大于平均

水平，不利于推动其城镇化效应与平均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除此之外，其余省份的城镇化效应在城镇上的表现均小于零，发

挥的作用恰恰相反。观察城镇化效应在农村上的表现可知，其表现与在城镇上的表现刚好相反。结合 2005 年的数据分析发现，

在各省市城镇化效应中，城镇和农村的促增作用或促减作用具有相同的变化方向(安徽和贵州除外)。 

3 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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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讨论 

(1)较多省市缺少明确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数据，故文中首先结合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通过一定方法

核算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数据。由于部分省市缺少某年份的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核算过程中使用前一年份的人均居民

生活用水量进行替代，因此，部分数据的可控性误差需要进一步减小。 

(2)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的移动表征着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居民生活用水量发生了较大变化，考虑研究区域外部的

地区，我国西北地区居民生活用水的变化也对重心移动产生了影响，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提高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用水问题。 

(3)关注居民生活用水变化，认识消费对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影响。进一步贯彻落实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条例、完善水价改革，

借鉴新加坡居民生活用水节约措施和水效标签制度提高我国居民生活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建立较为准确的用水核算制度。同

时，注重提高城镇和农村与消费相关的用水技术，强化人们生活中的节水意识。此外，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城镇化水平变

化与水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不能盲目追求城镇化水平。 

(4)随着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和居民生活用水不断增多等问题的出现，有效管控居民生活用水迫在眉睫，结合现有的大

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可进一步研究家庭、行为、性别等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 

3.2 结论 

基于核算的 2005～2017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数据，通过重心模型和 LMDI 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和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的重心移动与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问题，得到以下结论： 

(1)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呈现增加态势，且该态势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表现的比上游更为明显，而较多省市的农村居民生活用

水逐渐减少，在整个经济带中分布也较为均衡；其中，江苏、湖南、四川 3个省份的居民生活用水量需要多加管控。 

(2)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前者由咸宁移至荆州，后者由岳阳移至荆州，荆州成为居民生活用水重

心，两者的非均衡程度分别具有增大和减小的趋势，且前者大于后者，该过程中，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下游省市产生的影响值得

关注。 

(3)城乡消费用水效率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分别是促进和抑制居民生活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从城乡视角来看，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大抑制居民生活用水减少，而农村人口比重

变小具有相反作用。 

(4)居民生活用水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变化中，消费用水效率与人均消费水平发挥相反的作用，从城乡分析视角该结论依然成

立。城镇化发挥的作用具有空间异质性，浙江的人口数量变化引发的用水量变化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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